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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权力结构是权力资源在利益集团间的分配格局，不同类型的权力结

构决定了国家间发展绩效的差异。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作者构建了权力平等发展理

论这一新的国家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权力结构是决定国家发展的首要因素，平等型权力

结构能为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集中型权力结构阻碍发展；在权力平等基础上的土地平等

是国家实现发展的主要路径；权力结构的变迁和国家发展都具有周期性。 具体而言，国

家的发展遵循如下机制：高度不平等引发的危机开启了权力平等化进程，农民集团权力

地位的提升可促进土地平等，土地平等能够推动家庭农场经济繁荣和收入分配平等，由

此开启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全面平等的良性循环；经济社会的平

等化进程又能助推公民共同体、强大政党和高效政府的形成，从而实现包容型的政治发

展。 如果一国的集中型权力结构长期持续，由其支持的土地集中会带来经济社会不平

等，抑制供给与需求，进而形成寻租腐败型社会、经济依附和政治庇护主义，最终该国将

落入发展陷阱。 基于 ６１ 个国家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数据的量化研究确认了权力平等、土地平

等与发展绩效呈高度正相关，对韩国、墨西哥和美国案例的研究则验证了两种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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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源于何处？ 为何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学界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在经济发展方面，人类生产力的进步

速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都非常迟缓，直到 １８ 世纪后期才开始快速增长，至今只有 ３０ 余

个经济体进入发达状态。①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仅有 １３ 个经济体实现了长期增长，其中

只有 ６ 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② 对多数经济体而言，实现持续增长目前仍遥不可及。 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也开始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全球政治发展进

程同样曲折，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专制主义阶段，直到近代以来才出现不同类型的民主

体制，但能同时实现高度共识、高效治理和广泛参与的政治共同体仍为数极少。 近十多年

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出现衰败迹象，全球政治发展前景并不明朗。 为回答这些问题，经

济学家探讨了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和平等等多种变量的作用，政治学家则探究了经济增长

与权力博弈等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相关理论将发展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但在解释力上

各有不足。 鉴此，本文对发展动力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一种基于权力结构分析的新框架，并通过量化统计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予以验证。

一　 既有发展动力理论回顾

发展理论的核心议题是发展动力的根源。 围绕这一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来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理论在解释不同类型的发展经历

时都遭遇了挑战。

（一）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的演化

经济发展的内涵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经济包容性的提高。 经济发展

动力研究经历了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演化过程，从“纯经济”取向的增长理论到政治

经济学取向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再到社会取向的平等学派，经济发展理论

越来越具有“泛社会科学”色彩。

１．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的演化

现代增长理论发端于哈罗德—多马模型（Ｈａｒｒｏｄ⁃Ｄｏｍａｒ Ｍｏｄｅｌ）的“物质资本决定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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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４４；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评论回应》，载《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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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 ｐｐ．１３７－１４７．



自罗伯特·索洛（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Ｓｏｌｏｗ）发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后，①内生增长理论兴起，

但其每一次进步都产生了新的外生变量，需要新的解释。② 道格拉斯·诺思（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 Ｎｏｒｔｈ）对此的批评是：“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

们本身即是增长。”③换言之，现代增长理论以增长解释增长，并没有触及发展动力的根源。

新自由主义则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待发展问题。 它揭露了“国家之恶”，但

回避了市场失灵问题，未对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等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因素进行充

分解释。 更重要的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表明，政府是塑造市

场的主要力量，小政府未必是好政府，更不必然能创造出好市场。④ 面对失败，新自由

主义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的作用并向新制度经济学靠拢。⑤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好制度可以产生正向激励并降低交

易成本，是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首要原因。⑥ 诺思和达龙·阿西莫格鲁（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分别提出了社会秩序理论和包容性—攫取性制度理论来阐释制度的作用。⑦

总的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发掘了制度的作用并区分了两种不同本质的发展类型，对发

展研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逐步成为发展领域的主流理论。 但它定义的“好制度”具

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取向，被等同于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这种观点受到

众多实证研究的质疑。 在政治制度方面，比较政治学领军学者亚当·普沃斯基（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指出，在 １７ 项既有定量研究中，仅有 ５ 项认为西式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更

有利，有 ８ 项认为威权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有 ４ 项研究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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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领军学者保罗·罗默曾表示：“内生增长模型不能完全解释增长现象是因为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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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ｄｒｏ Ｐａｂｌｏ Ｋｕｃｚｙ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ｅ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Ｒ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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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利斯、巴里·温加斯特著，杭行等译：《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

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８，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６７－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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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间不存在明确因果关系。① 在经济制度方面，一些重要的跨国回归分析表明市场

经济制度与长期增长只具有微弱的相关性，诺思本人也认可制度无法移植的观点。②

更具说服力的反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威权体制下实现了经济

的持续增长和结构升级，而拥有西式民主和市场制度的拉美国家却发展受挫，这与制

度理论背道而驰。 诺思求助于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解释这一明显悖论，认为西班牙

式的专制集权传统造成了拉美国家的制度失效。③ 但如果作为源头的西班牙都可以

改变集权传统实现发展，为什么拉美国家必然陷入路径依赖？ 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二者谁将占优？ 尽管诺思从制度决定论滑向文化决定论，却仍然

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因此，诺思晚年的研究开始探讨暴力对制度的决定作用，但未取

得突破。 阿西莫格鲁使用“实际政治权力”（源于财富、暴力、集体行动能力而非政治

制度的权力）概念提出了新解释：拉美国家的精英集团实际政治权力更大，能够抵消

民主化的影响，使西式民主制度和市场制度失效。④ 但正如普沃斯基所说：“如果是某

些条件决定了制度（及其绩效），那么制度只是传递这些条件的媒介而非起因。”⑤简言

之，制度的作用被夸大了。 当暴力或政治权力的更深层作用被发掘的时候，新制度经

济学实质上已经背离了制度主义，走上了权力分析的路径。

２．平等理论：发掘土地平等的关键作用

迥异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取向，另一些经济学家探讨了平等与发展的关

系，并分裂为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 长期以来，基于不平等—高储蓄率—高增长率—

平等逻辑的库兹涅茨假说占据主流地位，认为增长的涓滴效应会逐步促进平等。 但

是，托马斯·皮凯蒂（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用充分的长期跨国统计数据证伪了库兹涅茨假

说：美国等五国 １９１０—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长期收入分配曲线呈 Ｕ 形，即

先下降后上升，而非西蒙·库兹涅茨（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根据美国 １９１３—１９４８ 年数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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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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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３， ２００３， ｐｐ．３１５－３６０；道格拉斯·诺思等编著，刘波译：《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 页。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 １１８—１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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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的倒 Ｕ 形曲线。① 此外拉美号称是“最不平等的大陆”，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今拉美

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保持在 ０．５ 以上，长期增长率远低于美国，堪称发展中国家的典

型。② 两类国家的事实都说明库兹涅茨假说的逻辑并不成立。

平等促进增长的多种机制得到了探讨，其中土地平等的独特功能尤其受到关注。

阿尔伯托·阿莱西纳（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和达尼·罗迪克（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证实了土地平

等—高增长机制的存在。 他们对 １９６０—１９８５ 年土地基尼系数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

分析并发现：土地基尼系数每增加 ０．１６，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 ０．８％。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经历了土地改革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都实现了高增长，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

拉美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③罗迪克还指出，以土地基尼系数等为代表的初始平等是

造就东亚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④ 世界银行对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多国数据的回归分析也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⑤

在土地平等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方面，凯文·墨菲（Ｋｅｖｉｎ Ｍｕｒｐｈｙ）等模拟了土地平等

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作用机制：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产品出口增加

将提高国民收入，如果土地占有高度集中，收入会集中在大农场主手中，其需求以外国奢

侈品为主，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对工业化的拉动作用很小；如果土地占有平等

化，收入会在大批农民中平等分配，从而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产生巨大需求，将扩大国内

市场规模并使企业得到规模收益，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对工业

化扩张发挥关键作用。⑥ 这些研究不仅支持了布鲁斯·约翰斯顿（Ｂｒｕｃｅ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的

经典理论，即只有农业先行繁荣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外汇、粮食和市场，⑦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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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及发达国家的早期经历高度吻合。①

对土地平等和家庭农场经济作用的发掘破除了“农业无用论”和“平等—效率对

立论”两大传统误解。 “农业无用论”认为，由于恩格尔系数的作用，农业对经济发展

的推动作用相当有限，工业化的前提是农业停滞和农业劳动力的流出。② 事实上，家

庭农场经济的繁荣才是发展的初始动力。 “平等—效率对立论”认为平等有损经济效

率，但前述研究已经表明土地平等是消除这种对立的关键。 土地平等是对生产资源的

再分配，能够在提高产出的同时扩大需求、在提振消费的同时增加储蓄和投资，兼顾平

等与效率。 由此可见，土地平等理论提出了一条全新的包容型发展路径。 有研究指

出，其他类型的农业改革如印度的租佃制改革和废除柴明达尔制（中间人转租制）等

也对减贫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有限的促进作用。③ 可见，土地平等的内涵非常丰富，包

括土地分配及农业政策等多种维度。

但土地平等从何而来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阿莱西纳等的研究局限于经济

领域，且依赖初始状态平等这一前提假设，没有继续挖掘初始平等从何而来。 阿兰·

詹弗瑞（Ａｌａｉｎ ｄｅ Ｊａｎｖｒｙ）指出，成功的土地改革相当罕见，需要有一种政治理论解释

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实现土地平等。④ 概言之，经济发展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深入到政治权力分析层面，土地平等理论则提出了完整的经济发展机

制，但二者尚未实现充分融合，发展研究需要一个更全面的分析框架。

（二）政治发展理论：回归权力分析

政治发展包括政治体系的能力与包容性（包括政治参与能力、政党组织吸纳能力

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早期政治发展研究受现代化理论影响较大，将政治发展等

同于民主化、世俗化以及结构与功能分化。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民主过渡与巩固

问题成为焦点，本文主要评述民主化相关理论。

当发展经济学家日益重视政治因素的时候，政治学家仍然沿袭现代化理论传统把经

济发展奉为政治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经济动力论”又分为以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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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为代表的乐观派①和以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ｔｏｎ）、吉列尔莫·奥唐奈（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Ａ．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为代表的悲观派②，但两派的观点都被

普沃斯基的实证研究否定。③ “经济动力论”没有从经济发展研究的新进展中汲取营养，

忽略了增长类型的差异。 乐观派仅关注包容型增长的积极后果，悲观派只看到攫取型增

长的负面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从阶级或利益集团博弈角度探讨政治发展，其中一派强调主导性利

益集团的作用，另一派则强调利益集团间权力均衡的重要性。

以巴林顿·穆尔（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Ｍｏｏｒｅ）的研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论”认为，没

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消灭农民才能避免专制。 如果强大的资产阶级崛起并能消灭

农民集团，就可以实现民主化。④ 发展型国家理论把国家治理能力置于发展的核心地

位，如查默斯·约翰逊（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和彼得·埃文斯（Ｐｅｔｅｒ Ｂ． Ｅｖａｎｓ）认为，强

大官僚集团的崛起导致发展型国家的出现。⑤ 但这两种理论都缺少对主导阶级∕集

团行为逻辑的解释。 “资产阶级民主论”无法以理性逻辑解释为何强大的英国资产阶

级会主动与社会下层分享政治权力并建立民主制度，而且穆尔对农民作用的评价也与

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不符。⑥ 发展型国家理论存在同样的问题：当处于强势地位时，

政治精英集团往往会与私营部门结成寻租腐败同盟而非追求公共利益。⑦ 埃文斯也

承认，“（官僚）与私人资本之间避免庇护主义和腐败的制约因素仍未得到清晰解释”。⑧

“权力均衡论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认为，只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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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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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３６ 页；高波：《拉美国家的体系性腐败及其治理》，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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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社会中得到广泛分配并达到多元状态时，民主才有可能实现。① 在比较研究西欧

和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否定了“资产

阶级民主论”，提出一种基于权力均衡的民主化理论：如果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联

合增强了社会中下层的权力，同时上层阶级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权力

均衡状态就有利于促成民主化。 尽管每个国家民主化的具体道路不同，但基本上都实

现了阶级之间权力的总体均衡。② “权力均衡论”符合理性人逻辑，对历史的解释力更

强，但这种“纯政治”分析侧重制度变迁，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关注不足，因而无法解

释西欧与拉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差别。

“权力均衡论”得到了大样本量化研究的支持与补充。 塔图·万哈宁（Ｔａｔｕ Ｖａｎ⁃

ｈａｎｅｎ）聚焦于权力资源分配与民主程度间的关系。 他认为权力源于土地等重要的经

济社会资源。 他对 １４７ 个国家或政治实体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７０％的民主程度

差异都可以用权力集中指数加以解释，即权力资源分配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发育。③

卡雷尔·布瓦（Ｃａｒｅｌｓ Ｂｏｉｘ）等使用发达国家 １８５０—１９４９ 年的土地分配数据和教育普

及率研究平等与民主的关系，其结论是：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极

高；土地平等则可以显著降低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当一个农业社会实现了土地平等时，

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就降为零。 可见，正是土地平等促进了民主的巩固。④ 这些研究在

土地平等与政治发展之间建立了正相关关系。

总体而言，政治发展研究发掘了阶级∕利益集团权力均衡和土地平等的重要作

用，呼应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综合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来看，从权力斗争

与权力均衡入手，以新框架探讨土地平等及其引致的发展模式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二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

由于学科交叉融合不充分、缺乏深入的全球性比较历史分析等原因，发展理论进

步遭遇瓶颈。 但既有研究也为其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纯粹的经济或政治视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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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 Ｐｏｌｙａｒｃｈ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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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２， １９８９， ｐｐ．９５－１２４．
Ｃａｒｌｅｓ Ｂｏｉｘ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ｏｋｅｓ， “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５５， Ｎｏ． ４，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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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都存在片面性，在发展研究中有必要引入政治经济学视角；权力分析是发展理论

的基石，为从阿西莫格鲁的实际政治权力到鲁施迈耶的权力均衡提供了一条合理的线

索；罗迪克和墨菲等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基于土地平等的经济发展机制；布瓦等则指出

了土地平等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这可以与李普塞特等提供的政治发展机制建立联

系。 从这些成果出发，将权力分析与利益集团分析、土地平等问题紧密结合，具有推动

发展理论创新的潜力。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将社会互动置于周期性的动态变

迁之中加以审视。 这一分析框架同时将理性人逻辑设为前提，认为利益最大化是人与

人之间博弈的主要目的。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包含权力、权力结构、土地平等、包容型发

展机制、排斥型发展机制和发展周期 ６ 个基本概念。 该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为民族国

家，主要分析对象为利益集团，①其主要因果链条为：（１）平等型权力结构—土地平

等—包容型发展机制—经济政治发展；（２）集中型权力结构—土地集中—排斥型发展

机制—发展陷阱。

（一）权力与权力结构

权力是西方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意指个人∕集团使他人∕其他集团

服从的能力。② 权力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主要类型之一。 权力源于多种权力资源，

包括经济资源（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金融和自然资源）、政治资源（如组织、领

袖、机构和制度）、社会资源（如社会形态和网络）、文化资源以及暴力资源等。 马克

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提出了传统、制度与个人魅力三类权力合法性来源，迈克尔·

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则把权力分为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四种类型。 本文的权

力资源类型涵盖了韦伯和曼的分类。③

发展研究之所以引入权力分析，是因为力图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团和个人处于永

恒的博弈中，其结果取决于权力对比及其运用。 既有发展研究对权力的理解存在片面

性：诺思把暴力作为唯一的权力因素，阿西莫格鲁则强调多种权力—政治权力—制度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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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① 但现实中多种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如谷歌和苹果等公司之间达成了

不雇用对方离职员工的协议，以此压低员工工资水平，这属于经济权力的直接运用，无

须转化为政治权力。② 由此可见，权力分析应避免局限于政治权力的传统误区，而是

要关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等多种权力形态。

权力结构分析是权力平等发展理论的重点。 在加塔诺·莫斯卡（Ｇａｅｔａｎｏ Ｍｏｓｃａ）

等开创的统治精英理论的基础上，威廉·多姆霍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ｍｈｏｆｆ）和赖特·米尔斯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等进行了权力结构的相关研究。③ 但他们使用的“权力结构”意指权力

在社会上层中的分配方式，社会中下层被归为“无权者”，未被纳入研究视野。 鉴此，

本文重新定义了权力结构并对其进行类型学划分：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在一国主要利益

集团之间的分配格局，可分为平等型和集中型两种类型。 前者是指权力资源在利益集

团间较为平等的分配格局，社会中下层也拥有一定的权力资源；后者则是指权力资源

主要集中于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的分配格局，诺思等认为这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的基本结构。④ 此外，国际社会中也存在一个全球性权力结构，与各国国内的权力结

构存在互动关系。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从阶级∕职业角度将利益集团分为六类，即经济精英集团、政

治精英集团、农民集团、劳工集团、军队集团和专业人员集团。 图 １ 的外层弧圈标注了

每个集团拥有的主要权力资源类型。 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由于“搭便车”思维，人口数

量最多的农民集团和劳工集团会面临最大的集体行动障碍，同时两者由于缺乏其他类

型的资源而属于弱势利益集团。

（二）土地平等与两种发展机制

在权力平等发展理论中，权力结构是自变量，土地平等是中介变量，发展绩效是因

变量。 权力结构通过土地问题影响发展模式绩效，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 因

为农业用地的生产和盈利能力因土质、气候等自然因素和基础设施、农产品定价等政

策性因素的差别而呈现巨大差异，土地平等的内涵实际上超出了单纯土地占有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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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在 １９５２ 年的委内瑞拉，企业家集团和农民、劳工集团结盟，使用多种权力资源战胜了军政府的有组织

暴力，实现了民主过渡。 参见高波：《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
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３６ 页。

更多类似案例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刘斌等译：《美国真相》，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ｍｈｏｆ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Ｈｏ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ｌｄｉｎｅ ｄｅ

Ｃ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９０；赖特·米尔斯著，王崑等译：《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加塔诺·莫斯卡著，贾鹤鹏

译：《统治阶级》，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利斯、巴里·温加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

个概念性框架》，２０１７ 年版。



图 １　 利益集团及其权力资源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平等。 因此，本文中的土地平等是指土地面积、土地质量以及农业政策三个维度上的

综合平等。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包含两种对立的发展机制，即包容型发展机制和排斥型发展机

制（如图 ２ 与图 ３），它们又分为不同的亚型。① 包容型发展机制是指所有社会阶层都

能共享生产资源和发展成果的机制，排斥型发展机制意指精英集团垄断资源及成果的

机制。 所谓发展，是权力结构由集中型向平等型过渡、发展机制由排斥型向包容型过

渡的双重过渡。

１．包容型发展机制

只有打破集中型权力结构、实现权力结构平等化才能开启包容型发展。 权力集中

型社会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容易发生经济危机、战争或其他形式的危机。 一方面，危机

会削弱精英集团；另一方面，危机带来的生存压力会促使社会底层克服搭便车倾向，进

行大规模动员与组织，从而提高自身的权力地位。 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权

力结构开始平等化。 如果农民集团的权力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国家就会推行土地改

革，实现土地平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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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机会平等、经济自由与权力结构———拉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与理论批判》，载《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第 ５３—６１ 页；高波：《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
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３６ 页。

参见高波：《农民、土地与政治稳定：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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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权力结构与发展机制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 ３　 两种发展机制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囿于篇幅，图中只列出了两个典型的发展机制亚型。

在经济发展领域，综合罗迪克等的理论成果，可以归纳出经济包容型发展的机制：
土地平等会引发家庭农场经济的繁荣和收入分配平等化，带来旺盛的内需和投资，为
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提供强大动力，由此带动的充分就业会进一步提高工资、推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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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的平等分配，同时促进教育进步和人力资本增加，从而带动技术创新、国内市场扩

容、国际竞争力提升、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在政治发展

领域，将土地平等理论与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亨廷顿的“强大政党论”、罗伯特·
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Ｐｕｔｎａｍ）的公民共同体理论以及鲁施迈耶的阶级制衡理论结合起

来，可以归纳出政治包容型发展机制：包容型经济导致多种资源在社会中的平等分配，
壮大了中产阶级，提高了社会的组织水平，从而能支撑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和问责，遏制

精英集团的寻租腐败行为，提高政府效能与清廉度；土地分配及其引致的劳动密集型

工业化有利于执政党吸纳农民集团和劳工集团，成长为强大政党；包容型经济增长还

可以为国家提供物质及人力资源支持，从而有利于高效政府的出现。① 公民共同体、
强大政党与高效政府共同组成了一个包容型政治体系，使得政治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除这种机制外，包容型发展机制还存在另外一种亚型。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采取

耕地集体所有及集体经营制度，如东欧国家的集体农庄制度等。 农民虽然集体拥有土

地，却不享有经营权，不能自主经营并获利，缺乏激励机制，土地平等没有得到全面落

实，导致农业发展迟缓与工业化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受挫。
２．排斥型发展机制

与包容型发展机制相对应的排斥型发展机制以拉美国家为典型代表。 在集中型

权力结构中，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初级产品出口带来的收益也集中在大农场主手中，
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社会上层的消费以奢侈品和进口商品为主，大部分社会成员缺乏

消费能力，内需严重不足，这导致国内市场狭小、投资机会不足，严重削弱了国内工业

化的动力。 工业化失败造成失业、非正规经济以及贫民窟扩张型的城市化，经济自主

增长能力不足，形成依附性经济。 经济不平等还会进入政治领域。 一方面，如亨廷顿

等所指出的，由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的政治分裂会危及政治稳定，导致出现政治动荡

的可能性上升；另一方面，经济精英集团往往能利用其权力资源优势“俘获”政治精英

集团，并以庇护主义网络控制民众，从而形成寻租腐败型社会，造成市场经济制度和政

治民主制度失灵，国家长期陷入发展陷阱。②

排斥型发展机制的另一种亚型为非洲∕印度模式。 从土地占有来看，非洲小农户

拥有较多土地，占非洲耕地总额的 ６７％，与欧洲和北美大体相当，远超过拉美小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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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帕特南提出，公民间的平等互信及结社行为会促进公民共同体的发育，有利于政治发展。 参见罗伯特·
帕特南著，王列等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高波：《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３６ 页；高波：《拉美国家的体系性腐败及其治理》，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４０—４８ 页。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

的 １８％。① 但非洲并没有真正实现土地平等，而是形成了典型的二元模式：大农场占

据了高生产力的土地，小农户被迫开发偏远贫瘠的土地，约 ２ ／ ３ 的小农户处于农业生

产劣势地区。② 更为不利的是，由于缺少大规模组织动员，非洲农民的权力地位很低，
政府在工商业集团、城市贫民集团的压力下施行的粮食价格管制、制造业保护等政策

都严重损害了小农户的利益，大农场则从政府那里得到基础设施、技术和贷款等支持，

进一步挤压了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 因此，非洲农民普遍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发展陷

阱之中，南亚的印度等国也可归入此种模式。③ 非洲∕印度模式的政治发展路径与拉

美模式大体相同，政治排斥、政治庇护主义与寻租腐败盛行，民主体制处于失灵状态。
土地平等具有历史阶段性。 对处于农业社会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土

地平等是发展的必经之路和“必补之课”。 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土地平等仍然重要，

但还需要补充新的动力源。
此外，有必要对权力分散与权力平等进行区分。 权力过度分散并不等于权力平

等。 前者指的是利益集团组织化程度低、权力分散于个人及小团体的状态，而后者指

的是至少部分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化并取得均衡的状态。 组织是利益集团行动的

主要载体，只有组织才能够聚合大量资源并产生规模收益、专业化和技术进步∕新知

识，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皆是如此。④ 权力过度分散意味着利益集团的组织

程度低、规模小，无法采取有效行动。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非稳定均衡或过渡状

态，通常会因精英人物及高效组织的出现而被打破，最终滑向权力集中状态。
（三）权力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与发展周期

主流发展理论往往具有线性思维，认为一旦实现了发展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自
我加强和路径依赖状态，发展不可逆转。⑤ 本文则提出，权力结构与发展模式都处于

动态调整中，具有周期性和可逆性，因此发达国家也有发展逆转和重新落入陷阱的

危险。

推动权力结构变化的两种主要机制为权力自我增殖与集中机制以及权力分散机

制。 前者包含四种亚机制：一是“坏市场”机制，即通过市场失灵（垄断、信息不对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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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Ｇｒａｅｕｂ，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８７，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６．
世界银行著，胡光宇、赵冰译：《２００８ 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５４—５６ 页。
世界银行：《２００８ 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第 ９０—９１ 页。
道格拉斯·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３５—４８ 页。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２０１４ 年版。



寻租）以及 ｒ＞ｇ 定理（资本长期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产生的经济财富集中；①二是

政治权力集中机制，即政治权力会通过寡头统治铁律（ ｉｒ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ｙ）和庇护主

义向少数政治精英集中；②三是集体行动机制，精英集团比社会大众的集体行动能力更

强，能集中使用权力资源获取更大权力；四是经济权力弥漫机制，经济精英集团通过政治

献金、经济战争与意识形态战争等方式控制政治精英、民众和军队，削弱敌对集团。③ 权

力分散机制包含两种亚机制：一是“好市场”机制，即通过竞争和创造性破坏实现的经济

权力分散；④二是危机动员机制，即在发生社会经济危机时期，农民和劳工等大型利益集

团有可能克服集体行动障碍实现大规模动员和组织，以提高自身的权力地位。

两种机制的竞争会导致周期性危机。 根据皮凯蒂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规律的研

究，由于精英集团拥有强大的经济权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权力自我增殖与权力集中机

制能够压制权力分散机制，导致权力集中趋势长期化和常态化，即便拥有平等型权力

结构的国家也会面临权力再集中化的压力。⑤ 当权力集中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经

济社会危机，激活危机动员机制，产生打破现有权力结构的动力，由此形成权力结构与

发展的长波周期，时长约 １００ 年（如图 ４－１）。 在权力集中度较高的国家（如拉美国

家），由于权力结构高度固化，两种机制的竞争往往体现为周期性的“钟摆效应”或政

治动荡，但难以形成结构性突破，可称为微波周期，时长约 ２０ 年（如图 ４－２）。

图 ４－１　 长波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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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２１ 世纪资本论》，第 ２６—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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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高波：《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３６ 页。
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利斯、巴里·温加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

个概念性框架》，第 １１０—１１７ 页。
托马斯·皮凯蒂：《２１ 世纪资本论》，第 ２４１—３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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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　 微波周期

图 ４　 权力结构与发展的两种周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关于权力集中度数值的阐述，参见本文统计分析部分。

总体而言，权力平等发展理论摈弃了“民主—专制” “市场—政府”的传统两分

法，代之以“权力平等—权力集中”“包容型—排斥型”的新标准，提出了发展研究的

新框架。

三　 权力与发展的统计分析及案例研究

对权力平等发展理论的实证检验分为互补的两部分：首先，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对

权力集中度、土地平等与发展绩效的相关性进行测度，辅之以回归分析和散点图，以进

行更为细致、直观的刻画；其次，通过案例分析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以

及发展的周期性。
（一）统计分析

量化验证的基本假设为：权力集中度与土地平等呈负相关，土地平等与发展之间

呈正相关，权力集中度与发展呈负相关。

１．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权力集中度指数由三部分构成，即经济权力集中度指数（由收入基尼系数

构成）、政治权力集中度指数（由政党竞争度指数构成，以国会选举中得票率最高的两

个政党得票数之差衡量）和社会权力集中度指数（由最富 ２０％人群收入份额、平均受

教育年限和每千人病床数构成）。
土地平等指数应由土地基尼系数、土地质量指标与农业政策指标三者合成。 由于

现有的土地基尼系数的数据非常零散，本文使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统计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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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１１７ 个国家的土地基尼系数。 而其他两个指标尚无全球量化数据，因此本文在量

化验证中将土地基尼系数作为土地平等指数的近似值。

发展指数包括经济发展指数（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和政治发展指数（以国

家发展面临的政治风险衡量）两部分。

在本文中，收入基尼系数、最富 ２０％人群收入份额、每千人病床数和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库，政

党竞争度指数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全球议会选举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出，政治发展指数

来自政治风险服务集团（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编制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

（ＩＣＲＧ）”数据库。 对所有数据进行合并清洗后，本文数据库中共得到了 ６１ 个国家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的所有相关数据，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２．指标构拟办法和相关性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进行指数构造，旨在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变量简

化为少数几个主成分，同时保留其绝大部分信息。 基于主成分分析，本文提取收入基

尼系数等五个指标的第一主成分（ＰＣ１），合成为权力集中度指数，可解释这些指标

７１．４７％的方差。 同理，本文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政治风险指数合成为发展指数，可解

释它们９１．７８％的方差。 ６１ 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度指数和发展指数主成分分析各变量系数

见表 １。

表 １　 主成分分析各变量系数（Ｎ＝６１）
指数 指标 ＰＣ１

权力集中度指数

收入基尼系数 ０．５６

政党竞争度 ０．１

最富 ２０％人群收入份额 ０．５５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４７

病床数 ／千人 －０．３９

发展指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０．６６

政治风险指数 ０．７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Ｎ 代表样本国家数。

本文采用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衡量权力集中度指数及其分指标同发展指数之间

的相关性。 该方法基于变量的排序，对异常值的敏感度较低。 当变量在有序的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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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且为非线性相关时，它是合适的相关性分析方法。

３．相关性分析

使用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对 ６１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得到的结果符合预

期。 首先，权力集中度指数与土地基尼系数的相关度达到 ０．７２，土地基尼系数与发

展指数的相关度达到－０．６７，均呈强相关。 这意味着权力越集中，则土地越集中、发

展绩效越差，验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 其次，土地基尼系数与经济和政治发展指数

的相关性分别达到 ０．６７ 和 ０．６４，均呈强相关，这说明土地平等不仅影响经济发展，

对政治发展也有强烈影响。 土地基尼系数作为土地平等的近似值，仍与相应指标

呈强相关，这充分体现了土地平等的重要性。 最后，权力集中度指数与发展指数及

其分指标（经济和政治）的相关度达到－０．８０ 左右，呈极强负相关，表明权力结构对

发展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同时，对权力集中度指数的各分指标与发展指数的相关

性测算表明，它们与发展指数大都呈强相关，其中教育指标为极强相关，只有政党

竞争度指标为弱相关，这再次验证了权力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政党竞争度指标

与其他指标大都呈弱相关，这说明该指标的设计需要进一步改进，但并不影响总体

结论。

当分析控制国家的类型时，权力平等型国家与权力集中型国家呈现了差异（见表

２）。 在权力平等型国家中，各权力指数均同发展指数呈强负相关，但在后者中相关性

不甚显著。 本文对此的解释是：发展动力可分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种；土地平等

产生内生动力，可带来经济长期增长，权力平等型国家的发展主要由内生动力驱动，因

此权力平等与发展呈强正相关。 在权力集中型国家中，土地不平等导致内生动力不

足，主要依赖外生动力带来的短期增长，因而与权力集中度及土地基尼系数的相关性

不强。 如墨西哥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发现超大油田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一度超过 ９％。① 但当外生动力减弱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危机，导致

长期发展绩效不佳。 １９８２ 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进入“失去的十年”时期。 由此可

见，集中型权力结构导致的内生动力不足为这些国家设置了“天花板”，其短期表现取

决于外生动力的强度，从长期来看其发展水平很难提高。 而一些非洲国家如乌干达等

一直处于内外动力均不足的状态，长期受困于低收入陷阱，属于排斥型发展机制的非

洲∕印度模式。

·３３１·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参见“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Ｃｕｒｒｅｎｔ ＄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ＰＣＡＰ．ＣＤ，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表 ２　 各指标相关系数表（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

自变量

中介变量及因变量

土地
基尼系数
（Ｎ＝ ６１）

发展指数
（Ｎ＝ ６１）

发展指数（Ｎ＝ ６１）

经济发展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政治发展
（ＩＣＲＧ）

权力平等型
国家发展指数

（Ｎ＝ ３３）

权力集中
型国家

发展指数
（Ｎ＝ ２８）

权力集中度指数 ０．７２ －０．８２ －０．７７ －０．８３ －０．５９ －０．４３
收入基尼系数 ０．６８ －０．７０ －０．６６ －０．７１ －０．４８ －０．２５
政党竞争度指数 ０．２８ －０．３７ －０．４２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３７
最富 ２０％人群收入份额 ０．６３ －０．６７ －０．６２ －０．６９ －０．３４ －０．２５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６７ ０．８５ ０．８６ ０．８４ ０．７０ ０．７２
病床数 ／千人 －０．４９ ０．６３ ０．５８ ０．６５ ０．０３ ０．６７
土地基尼系数 　 １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４ －０．７６ －０．０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Ｎ 代表样本国家数。

４．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对权力集中度指数各分指标与发展绩效按国

家类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总体上符合预期。 几乎所有回归方程的解释比例都高于

５０％，最高达到 ７１％（见表 ３）。 三组国家中的医疗指标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甚至为

负，这是因为它与教育指标具有内生性，显著性集中体现于后者。 权力集中型国家的

收入基尼系数与发展指数的关系不显著，这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一致，也是“天花板

效应”的体现。

表 ３　 权力集中度指数各分指标与发展指数的回归分析（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

分指标

发展指数

所有国家（Ｎ＝ ６１） 权力平等型国家（Ｎ＝ ３３） 权力集中型国家（Ｎ＝ ２８）

发展
指数

经济
发展

政治
发展

发展
指数

经济
发展

政治
发展

发展
指数

经济
发展

政治
发展

收入基尼
系数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５０）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５８）

政党竞争度
指数

－０．３８ －０．２９ －０．４４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２９） （０．０７） （０．７７） （０．６８） （０．９０） （０．１４） （０．２１） （０．２１）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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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分指标

发展指数

所有国家（Ｎ＝ ６１） 权力平等型国家（Ｎ＝ ３３） 权力集中型国家（Ｎ＝ ２８）

发展
指数

经济
发展

政治
发展

发展
指数

经济
发展

政治
发展

发展
指数

经济
发展

政治
发展

病床数 ／千人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９）

（０．７２） （０．６１） （０．２４） （０．４４） （０．８５） （０．１６） （０．８１） （０．４８） （０．９３）

平均受教育
年限

０．８２ ０．７４ ０．８４ ２．３６ ２．１０ ２．６２ １．３４ １．３２ １．２３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５９） （０．６９） （０．５４）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Ｒ２ ０．６７ ０．５２ ０．７１ ０．５２ ０．３６ ０．６４ ０．６２ ０．６６ ０．４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Ｎ 代表样本国家数。 单元格内第一行是回归系数，第二行是标准误，第三行是显著性（Ｐ 值）。

５．土地基尼系数的边际效应

图 ５ 展示了土地基尼系数对发展指数存在的边际效应（９５％置信区间）。 其中发

展指数标准化为 ０—１０，土地基尼系数标准化为 １—１０。 函数关系为：

ｙ ＝ １０．４ － １．２ｘ ＋ ０．０２ｘ２ 式 １

图 ５　 土地基尼系数对发展指数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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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 ６１ 个国家中，土地基尼系数对发展指数的边际效应为 ０．０４ｘ－１．２。 拟合曲线

总体呈现边际递减趋势。 例如，当土地基尼系数为 ２ 时，它每增加 １，发展指数便下降 １．

１２；当土地基尼系数为 ５ 时，它每增加 １，发展指数会下降 １。 该结果明确展示了土地不

平等对发展的遏制作用，且遏制作用呈递减趋势，这符合前文讨论的“天花板效应”。

６．散点图

（１）权力集中度指数和发展指数散点图

将 ６１ 个国家不同年份的权力集中度指数和发展指数分别取算术平均值后，可绘

制出散点图（如图 ６）。 其中，横轴代表权力集中度，得分越高的国家权力越集中；纵轴

代表发展程度，得分越高则发展水平越高。 综合国情因素和权力集中度中位数（２９）

的分布，本文将权力集中度 ３０ 作为权力平等型和权力集中型国家的分界线（见图 ６ 纵

向虚线）。 同理，本文将发展指数 ３５（中位数为 ３６）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

界线（见图 ６ 横向虚线）。

图 ６－１ 为 ６１ 个国家的分布总图，图 ６－２ 和图 ６－３ 则是将总图划分为不同区间加

以展示的分区图。 总图中所有的点分布在一条单调下降的曲线附近，分布较为集中，

说明权力集中度指数和发展指数呈强负相关且二者非线性相关。 其中绝大多数国家

符合分布规律，只有少数异常值。

图 ６－１　 全部 ６１ 个国家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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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２　 权力平等型国家

图 ６－３　 权力集中型国家

图 ６　 权力集中度指数与发展指数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７３１·





图 ６－２ 为权力平等型国家，其权力集中度指数小于 ３０ 且发展指数高于 ３５，几乎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处于该区间，显示权力平等与发展绩效呈强正相关。 图 ６－２ 中存

在美国等 ４ 个异常值，它们的发展指数均超过 ３５，但权力集中度指数又都超过了 ３０，

本文将在案例分析部分以美国为例对这种异常现象做出解释。 图 ６－３ 为权力集中型

国家，其权力集中度指数高于 ３０，绝大多数发展指数在 ３５ 以下，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

这一区间。 图 ６－３ 中还存在罗马尼亚等几个个权力平等却不发达的国家，这可用历

史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等予以解释。 前者包括重大外生冲击等多种因素，后者则指某

国在发展周期中所处的特定阶段。 例如，在本文测度的时间范围内（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

罗马尼亚等国刚进入权力平等阶段不久，其发展潜力可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图 ６－３

中的国家分布较为分散，说明它们的负相关关系不够强，上文控制国家类型的量化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２）土地基尼系数和发展指数散点图

为直观显示土地平等的影响，本文绘制了土地基尼系数与发展指数之间的散点图

（如图 ７）。

本组散点图的分布形态与图 ６ 相似，呈单调下降趋势，反映了土地基尼系数与发

展绩效之间呈负相关。 由于土地基尼系数只是土地平等的近似值，土地质量与农业政

图 ７－１　 土地基尼系数和发展指数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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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２　 土地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指数

图 ７－３　 土地基尼系数和政治发展指数

图 ７　 土地基尼系数和发展指数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９３１·





策维度缺位，所以国家分布略离散，发达国家近些年来土地集中程度的重新上升也加

剧了这一趋势。 在图 ７ 三幅子图的下方存在若干土地基尼系数与发展程度都较低的

国家（如多哥、乌干达、印度和菲律宾等），它们并非异常值，而是属于排斥型发展机制

的非洲∕印度亚型，即只有土地面积的平等而无土地质量和农业政策的平等。 此外，

在图 ７－２ 中权力集中型国家几乎全部位于右下角，充分展示了“天花板效应”。

（二）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韩国、墨西哥和美国三个案例进行长期动态分析，同量化研究部分的相

对静态分析形成互补。 其中，韩国为权力平等型国家的成功发展案例，墨西哥为权力

集中型国家的典型案例，美国则是权力结构周期性变化及发展逆转的典型案例。

１．韩国：由权力平等化实现发展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韩国权力集中度指数均值为 １５，发展指数均值为 ４３，是后发国家

中从集中型权力结构成功过渡到平等型权力结构的典型，也对主流发展理论构成了重

大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韩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多数非洲国家，被视作“最

没有希望的国家”。 但在战后 ３０ 年里，韩国迅速赶超非洲和拉美国家，创造了“汉江

奇迹”。 既有研究对韩国成功经验的解读主要有出口拉动论、发展型国家论和社会秩

序转型论三类观点。 如世界银行认为，韩国经济起飞要归功于出口的拉动。① 有研究

则指出，韩国的经济起飞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但直到 ７０ 年代中期之前出口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都很小，出口拉动论不足以解释“汉江奇迹”。② 爱丽丝·阿姆斯登（Ａｌｉｃｅ

Ａｍｓｄｅｎ）等则认为，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刺激了出口增长，发展型国家才是“汉江奇

迹”的根源。③ 不过，对于为什么韩国能成为发展型国家，学界尚无充分解释。 有学者

将其归因于威权政府的执行力。④ 但拉美、非洲和东南亚众多威权政府的腐败低效证

伪了这种观点。 另一些学者将诺思的社会秩序理论应用于韩国，认为韩国在 １９９７ 年

前为有限开放秩序，之后转型为开放秩序。⑤ 然而韩国在 １９９７ 年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包容型发展，如果将转型时间定为 １９９７ 年，等于认为韩国在有限开放秩序中实现了发

展，这与诺思的观点相悖。 可见，既有理论都不足以解释韩国为何实现了成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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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平等发展理论看来，权力平等和土地平等才是韩国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打破了韩国的传统权力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地主集团丧失了接管政治权力的

合法性，朝鲜战争则重创了弱小的工商业集团，使其丧失了经济权力。 在此背景下，美

国占领军及其扶持的李承晚政权成为朝鲜半岛南方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但其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另一个权力角色朝鲜半岛北方的制约。 北方在 １９４６ 年进行了土地改革，巩

固了政权基础，对南方形成了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① 在当时的南方，大地主集团

占有 ２ ／ ３ 的土地，近 ６０％的农民家庭没有土地。② 无地农民开始进行政治动员，局势

趋于动荡。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农民集团成为决定政局的核心力

量，权力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彼时，土地分配成为争取农民支持、维持政局稳定的主要手段。 自 １９５０ 年起，李

承晚政权开始有偿征收地主的土地并分配给农民，地主集团在武力威慑下放弃反抗，

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１９５６ 年，小农户拥有的土地已达全国耕地总数的 ６４％，大地

主集团消失，韩国成为全球土地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③ 可见，地主集团权力地位

下降、政治精英集团与农民集团地位上升共同导致了韩国权力结构的平等化，继而实

现了土地分配平等。

土地改革激发了受益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在长达 ３０ 年的时间里，韩国户均年劳

动投入时数超过 ２０００ 小时，农田复种指数翻了一番。 １９６１ 年上台的朴正熙政府对农

户经济进行了扶持，除提供低息贷款、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推广外，还主导成立了农会

组织“大韩农业协同组合”，涵盖 ２０８ 万个家庭农场，发挥了农业供销合作社的功能，

有助于克服农户经济的脆弱性、提高农民收入。 韩国由此真正实现了土地平等，造就

了家庭农场经济的繁荣，农业年均增长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远超同期拉美和非洲的

水平。④ 这为“汉江奇迹”做出了四方面贡献：一是资本贡献。 其中一条途径是政府的

“剪刀差”政策，政府通过低价征购稻谷和以化肥换谷等方式从农村汲取经济剩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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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公共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为私营企业提供出口补贴等，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

勃兴打下了基础；①另一条途径是投资率的提高，农民的普遍富裕提高了储蓄率和投

资率，为工业化进行了原始积累。 二是产品贡献。 农业繁荣不仅帮助韩国迅速摆脱了

饥荒状态，并且为食品加工和纺织等行业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原料。 三是市场贡献。 古

斯塔夫·拉尼斯（Ｇｕｓｔａｖ Ｒａｎｉｓ）等指出，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国

内需求远远超过外部需求，农民对工业品的巨大需求拉动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兴

起。② 四是人力资本贡献。 土地平等使农民家庭能够承担子女的教育开支，推动了韩

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１９４５—１９５５ 年，朝鲜半岛南方 ／韩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

率分别增长了 １ 倍、８ 倍和 １０ 倍。③ 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韩国中小学入学率

和识字率都要高出 １ 倍。 教育进步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推动了经济增长。 教育

普及及其产生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被认为是这一时期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

是为韩国政府提供了人力资源。 由于高学历专业人才的增加，政府得以通过高度竞争

性的选拔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了执政效率。④

在政治发展方面，土地平等也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首先，土地改革带来了长

期政治稳定。 土地改革后，韩国农民的抗议活动几乎消失，政治高度稳定局面一直延

续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其次，土地改革推动了发展

型国家的形成。 从农业中获得的大量经济剩余为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物质基

础，教育进步又为之提供了人力资源，从而提升了政府的效能。 从权力结构来看，韩国

没有由土地精英转化而来的经济精英集团，这就降低了官商合流、寻租腐败的发生率，
积极活跃的农民组织以及朝鲜方面的威慑也促进了韩国政府的廉洁自律。⑤ 这些因

素共同推动了韩国发展型国家的形成。
总体而言，权力平等发展理论能够更充分地解释韩国的发展奇迹。 一些既有研究

只看到朴正熙政府的威权性质，而没有洞察韩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开始的权

力结构平等化趋势，便在威权与发展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因而使研究走进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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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分析则认为，战后韩国的农民集团获得了实际政治权力，对威权政府形成了

有力制约，从而争取到了土地平等，开启了韩国的包容型发展之路。 这一观点避免了

“威权崇拜”的误区。
２．墨西哥：集中型权力结构导致的发展陷阱

墨西哥的权力集中度指数均值为 ７８，发展指数均值为 ２９，是权力集中型国家的典

型代表。 该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制度运行都超过 １００ 年，主流发展理论无法解释

其存在的长期发展困境。 考察墨西哥一个世纪以来权力结构的变迁，可以解释其发展

为何受挫。 另外，由于墨西哥进行过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与非洲∕印度的二元模式有

相似之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后者。
１９１０ 年革命破坏了墨西哥的高度集中型权力结构，也是其本次周期的起点。 在

革命前的 ３０ 年里，美国工业化的扩张引发了对墨西哥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出口浪潮

推动墨西哥土地升值和大规模土地兼并，出现大批失地农民。 １９１０ 年，墨西哥南北两

支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提高了农民集团的权力地位，波菲里奥·迪亚斯（Ｐｏｒｆｉｒｉｏ
Ｄíａｚ）当政时代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在革命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出现了明显的土地

平等化趋势。
为安抚农民起义军，制宪会议将土地改革写入了 １９１７ 年的《墨西哥合众国宪

法》，承诺向无地农民分配土地。 大规模的土地分配在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立竿见影

的成效：２００ 多万受益农民集体加入执政的革命制度党，造就了墨西哥历史上空前绝

后的强大政党，使该党连续执政长达 ７１ 年。 借助农民武装的支持，墨西哥政府对军队

进行了大规模压缩和整编，基本上消除了军队的政治影响力。 当 ２０ 世纪后半期拉美

陷入军事政变浪潮时，墨西哥仍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并且成为近百年来极少数没

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的拉美国家之一。① 墨西哥经济也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在拉美国家

中位居前列。
但是，作为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与军阀混战的混合物，墨西哥 １９１０ 年革命具

有明显的局限性：农民起义只出现在少数几个州，两支起义军总共只有 ５ 万余人，墨西

哥大部分国土没有被农民革命浪潮所波及；农民起义军并没有融入政府军，在革命后

即进入分散状态，这降低了农民集团的权力地位；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和军阀混战的胜

利者，保守派政治精英（包括大地主集团部分成员在内）在政府和执政党内拥有强大

的势力，他们逐步压制了在革命中兴起的左翼政治精英集团，主导了政策制定。 因此，
墨西哥的集中型权力结构虽被削弱，但未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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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结构中，大地主集团没有遭到彻底清算，绝大部分优质农用土地依旧保留

在他们手里。 在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中，９５％没有灌溉条件，７５％为坡地、林地和荒漠等

不适宜农耕的土地。① 大地主集团还赢得了政府在信贷、技术与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

持，充分享受了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绿色革命”的成果，形成了资本密集型的“新大

地产经济”，对农户经济形成全面挤压。 再加上工业化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压制，家

庭农场经济逐步丧失市场竞争力并趋于破产，土地改革走向失败，最终于 １９９２ 年以修

宪的方式被正式废止。② 因此，从土地质量和农业政策的角度看，墨西哥并没有真正

实现土地平等，也没有出现东亚式的家庭农场经济繁荣及其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

化，而是形成了农业二元经济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国内需求明显不足，由此造成经

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 大批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催生了大规

模的非正规经济和城市贫民窟。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墨西哥只能靠举借外债维持增

长，并在 １９８２ 年陷入债务危机和“失去的十年”。③

债务危机被归咎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这导致执政党内左翼势力彻底没落，代

之而起的是极右翼的技术官僚集团，该集团与金融资本集团的结盟导致政治与经济权

力高度集中，墨西哥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失衡，进而形成了寻租腐败型社会。④ 这为发

展绩效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墨西哥经济进入停滞动荡期，经济年均增长率从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的 ３．７％下滑至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７％，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甚至只有 ０．５％。⑤

其间还发生了 １９９５ 年“龙舌兰危机”等多次金融货币危机，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明显降

低。 这一时期，墨西哥经济缺乏内生动力，增长日益依赖石油出口和北部边境地区出

口加工业的拉动，但二者均严重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与其他部门缺乏前后向联系。

因此，在独立两百年之后，墨西哥经济依然没有培育出自主增长能力，反而蜕变为典型

的依附型经济体。

在政治发展领域，伴随着权力集中度的提高，墨西哥的各项政治指标均呈显著恶

化趋势。 以世界治理指数（ＷＧＩ）来衡量，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在所有 ６

个领域的得分均有明显下滑。 其中，政府效能分值在 １９９６—２０２０ 年由 ６２ 降至 ４６，腐

败控制分值由 ３６ 降至 ２１，尤其是政治稳定与暴力遏制分值由 ２１ 降至 １８，这与拉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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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平均值 ５８ 相去甚远，墨西哥曾经的政治稳定奇迹不复存在。①

从一个世纪以来的权力结构与发展绩效变迁史来看，墨西哥堪称多数发展中国家

的典型代表。 在这类国家中，集中型权力结构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底层民

众虽然进行了激烈抗争，但始终未能打破坚固的传统权力结构，保守派精英集团一直

把持着关键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长期维持着排斥型发展模式。 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

这类国家也会出现底层动员能力增强、权力结构局部平等化以及左右翼轮流执政的

“钟摆效应”等现象，但这种权力波动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不具备结构性变革的潜

力。② 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在这些国家遭到扭曲，在民主与市场外衣下

是寻租腐败和庇护主义的盛行，国家长期受困于发展陷阱。

３．美国：发达国家的周期性衰落

据测算，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美国的权力集中度指数均值达到 ３３，发展指数均值为

６９，已经属于权力集中型国家，也偏离了发达国家的“常规”。 这种偏离需要从权力结

构和发展周期角度予以全新解释。
美国已经历了两个发展周期。③ 它的早期发展得益于平等型权力结构与土地平

等，这在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阿历克西·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和诺

思等的研究中得到证实。④ 但在权力集中机制的作用下，美国的不平等程度逐步上

升。 到 ２０ 世纪初，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达到历史高点，超过 ５０％的国民收入集中于

１０％最富的人群。⑤ 由此引发的大萧条终结了美国长达 ２００ 余年的首个发展周期。

美国第二个发展周期始于大萧条时期。 在这个周期中，美国的权力斗争主要在

“劳工—自由派联盟”（泛左翼）与“公司—保守派联盟”（泛右翼）两大阵营之间展开。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危机效应严重削弱了保守派，刺激了社会下层的广泛

动员、组织与抗争，工会运动蓬勃发展，会员数量从 １９３３ 年的 ３００ 万人猛增至 １９４５ 年

的 １５００ 万人，占劳工总人数的 ３５．４％。 强大工会的兴起明显提高了劳工的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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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并在选举中将大批民主党人送入各级政府与议会，增强了工会

的政治影响力。①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民权运动的兴起，学生运动与非洲裔美国人、妇

女组织的抗争相呼应，与工会运动共同促进了权力结构的平等化。

权力结构的平等化推动了美国长达 ３０ 年的包容型发展。 １９４７—１９８０ 年，美国经

济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７％，保持了长期稳定增长的势头。② 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实际

收入同步增加了约 １００％，实现了包容性增长。③ 可以说，大危机推动了权力结构平等

化，权力平等又推动了包容型发展，造就了美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但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公司—保守派联盟开始加强反击。 泛右翼在“商业圆桌

会议”等六大经济精英组织之中实现了联合，并且以大型公司和极端保守派企业家为

核心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行动网络，组织水平明显提高，试图再次把经济权力转化为强

大的政治权力。 该联盟的首要目标是俘获政治精英，其次是影响公众，使用的手段包

括选举资助、政治游说、思想与舆论引导以及获取政府职位等。

首先，在选举资助方面，大公司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迅速增加。 １９８０ 年，它们

提供的政治献金已达到工会的 ３ 倍，④到 ２０１２ 年更是接近后者的 ６ 倍，达到 ３．３ 亿美

元。⑤ 选举资助同时具有“胡萝卜”和“大棒”功能。 企业界不仅用政治献金吸引候选

人，而且会通过资助竞选对手来威胁不合作者。 ２００３ 年，保守派组织“支持税改的美

国人”和“增长俱乐部”用这两种手段获得了 ２１６ 位众议员、４２ 位参议员反对增税的书

面承诺。⑥ 保守派由此显著增强了对国会的控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立法胜利。 其

次，在政治游说方面，公司—保守派联盟投入了更多资本。 以对国会游说为例，２００９

年企业界对国会的游说支出达到 ３５ 亿美元，是政治捐款的 １０ 余倍，由于媒体广告等

费用未被统计在内，实际支出应该远超此数额。⑦ 再次，在思想与舆论引导方面，公

司—保守派联盟大力资助智库、著名大学和主流媒体，组建“思想战争”网络，积极推

广以反工会、反累进税与反经济管制为核心的保守派意识形态。 该联盟资助弗里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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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冯·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Ｈａｙｅ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等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家并向公众大力推广其思想。 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和遗产基金会等智库

也开展广泛的反税收宣传，有效削弱了公众对遗产税和累进税的支持，促成了 ２１ 世纪

初期的两次重大减税立法。① 最后，在获取政府职位方面，企业界通过提供政治献金

获取了政府内阁级职位以及高级别政策咨询机构的席位，从而将其政策建议带入了最

高决策圈。

公司—保守派联盟一边扩张自身的权力资源，一边着力削弱工会的权力资源。 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支持工会的立法被国会陆续废止。 １９８８ 年，美国劳工的工会参会率已经

下降至 １６． ２％，不及 １９４５ 年峰值的一半。 ２０１１ 年，美国工会参会率进一步降至

１１．８％，会员总数降至 １４８０ 万人。② 在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的组织里，工会是唯一拥

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其衰落意味着社会中下层权力地位的显著下降。

美国权力结构的渐进性变化累积成为显著的阶段性变化，经济财富再次攻占

政治领域，对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项对 １９９１—２００６ 年联邦众议院所有唱

名投票的量化研究表明，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每个会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工会

政治行动委员会受到全面压制。③ 另一项对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年联邦参议院唱名表决的研

究表明，参议院对富有选民的回应最积极，对处于收入底层的选民则几乎没有任何

回应。④

通过掌控政治权力，公司—保守派联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３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规模空前的减税法案，包括大幅降低累进税税率、削减股息税和资本

利得税以及逐步废除遗产税等，联邦税收仅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就减少了 ４．６ 万亿美元，其

中绝大部分实际等于被巨富阶层纳入囊中。 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美国劳工的实际

工资水平没有增长，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则减少了 ４５％。⑤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了收入分

配领域的重大变化：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大萧条前夕达到峰值后快速下降，并在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掉到谷底，１９８０ 年后又快速回升，并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前夕恢复到了

１９２９ 年的水平。⑥ 美国收入分配的变化曲线与权力结构的变化轨迹几乎完全重合。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ｉｎｅｇｏｌｄ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ｌｄ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４， Ｎｏ．４， １９９０， ｐｐ．１２９７－１３１５；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 公司富豪的胜

利》，２０１７ 年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张昕海译：《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 公司富豪的胜利》，第 ２１９ 页。
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 公司富豪的胜利》，第 １８６ 页。
拉里·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第 ２６２—２６３ 页。
拉里·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第 １６３、２２９—２３１ 页。
托马斯·皮凯蒂：《２１ 世纪资本论》，第 ２９９—３０９ 页。



权力集中度的快速上升对美国的发展绩效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经济

增速放缓。 从需求端看，不平等的扩大导致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停滞和长期增长动力减

弱。 从供给端看，行业垄断程度的上升抑制了生产率的提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指出，尽管出现了多次重大技术革新，美国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的年均

增长率仍降至 ２．７％，与前 ３０ 年相比降幅超过 ３０％。① 其次是增长的包容性下降。

１９７４ 年以来的 ３０ 年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

了约 ６３％，而 １．３ 万名超级富豪的收入增加了 ４ 倍。② 最后是经济的稳定性显著恶化。

普通家庭的债务增长与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共同引发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其影响

至今仍在发酵。③ 政治发展同样发生逆转，近年来的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复兴和政治

僵局是美国民主退化的明显证据。

从美国的案例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１００ 年来美国经历了一个“世纪周期”，其间

美国权力集中度的演变呈 Ｕ 形曲线，发展绩效则呈倒 Ｕ 形曲线，二者呈强负相关。 美

国目前已进入“世纪周期”的末段，即周期性衰落阶段。 其二，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美国权力

集中度快速上升，对发展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差距拉大和政治

经济体系的脆弱化。 因此，美国虽然仍是发达国家，但已越过临界点，变成了权力集中

型国家。 其三，发达国家并非在发达之后才变得平等，而是因平等而发达、因不平等而

衰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总体趋势。

四　 结论

发展的主体是人。 人不仅是理性人，而且是拥有不同权力资源、处于权力网络之

中的“权力人”。 由“权力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的互动在时空中展开，权力对比与权力

博弈决定了人与物的关系（产权）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统治），产生了特定的行为模式

（文化）和行为规则（制度）。 如何在博弈中产生合作、竞争与包容，避免剥削、排斥与

冲突，是至关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既有研究对发展深层决定性因素的探讨已经超越技术创新、制度、政府作用和文

化等因素，深入到了利益集团权力博弈层面。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权力平等发展

理论：在集中型权力结构中，国家会落入长期发展陷阱，即排斥型发展；当权力结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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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极端不平等时，会引发经济社会危机、战争等巨变，导致权力精英受到削弱，民众突

破集体行动困境以进行大规模动员与组织，从而打破集中型权力结构并推动土地平

等；土地平等可以开启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包容型发展；在动态发展中，

权力集中机制会逐步抑制权力分散机制，推动权力再集中化和发展周期的终结。

本文还对权力平等发展理论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证检验。 首先，本文构建了以权力

集中度指数和发展指数为核心的指标体系，收集了全球 ６１ 个国家的长期面板数据，使

用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和回归分析方法证明了权力集中度、土地平等和发展绩效之间

的强相关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广泛存在。 其次，本文通过对韩国、

墨西哥和美国权力结构的演变分析，验证了两种发展机制以及权力结构的周期性变化

机制，以点带面，为量化研究提供了佐证。

中国的发展经历充分证明了权力平等与发展的关系。 既有研究对中国发展奇迹

的解读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理论、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中性政府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

等，但这些理论往往经不起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检验，也不能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

个阶段做出一贯的解释。① 而从权力平等发展理论进行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与土地改革是“中国奇迹”的根本动因：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打破了传统的集中型权力

结构，消灭了地主阶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平等型权力结构；新

中国成立初期成立人民公社制度等早期探索未能充分释放发展潜力；１９７８ 年开始的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真正实现了土地平等，由此引发了中国农业的爆发式增长和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全新路径和初始动力。 正因如此，中国的市

场化改革与俄罗斯、拉美及非洲国家相比才出现了明显的绩效差异，中国经济逐步培养

起国际竞争力。 从权力结构与土地平等出发，可以对“中国奇迹”提供一种全新解释。

作为一种基础理论，权力平等发展理论既可以判断具体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演

变方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战略格局以及国家间关系的走向进行研判，因而对于

评估国际战略大环境以及中国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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